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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２ 年洪水是内蒙古河段 １９８９ 年以来历时最长、 洪峰流量最大的洪水过程。 为了解粗泥沙对黄河内蒙古段

河床冲淤变化的影响， 依据宽河谷河段巴彦高勒、 三湖河口和头道拐水文站实测资料， 分析了内蒙古河道 ２０１２ 年

洪水水沙特征， 通过计算推移质输沙量和比较断面河底变化， 探讨了粗泥沙对河底调整的影响。 结果表明： ２０１２
年洪水造成粗泥沙在上游段冲刷、 下游段淤积； 固定低水位下过流断面存在涨冲落淤的规律； 洪水过后， 巴彦高

勒和三湖河口低水位面积分别扩大了 １９ ｍ２和 ２９ ｍ２， 头道拐减小约 １００ ｍ２。 由于粗泥沙排沙不平衡， 底部河床的真

正高程并没有降低， 防洪风险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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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５０ 多年来， 黄河上游内蒙河段淤积严重， 给当地汛期防洪、 非汛期防凌增加了压力。 首先， 黄河自

１９８６ 年进入枯水期［１］， 即使没有水库拦蓄， 水量也会减小； 其次， 水库拦蓄洪水［２⁃５］， 使得进入内蒙古河段

的水量减小、 洪峰流量减小［６］、 水流能量减小， 挟沙能力下降； 加之， 内蒙古河段泥沙主要来自当地的乌

兰布和沙漠和库不齐沙漠， 泥沙粒径较黄河下游泥沙颗粒粗。 在内蒙古河段风沙入黄的粗泥沙不易形成悬移

质被带走， 都淤积在河道里［７⁃８］。 这些因素导致河道淤积严重、 平滩流量显著减小、 河道排洪能力降低［９］。
侯素珍和王平［１０］ 指出， 内蒙古河道的排洪指标在 ２ ５００ ｍ３ ／ ｓ 左右。 达到和维持该指标的径流条件为年水量

１７０􀆰 ０ 亿ｍ３、 汛期水量 ７０􀆰 ００ 亿ｍ３， 并需要洪峰流量大于 １ ５００ ｍ３ ／ ｓ、 洪量大于 ２５􀆰 ００ 亿ｍ３ 的洪水过程。
２０１２ 年洪水经过内蒙古河段时洪峰流量均在 ２ ７００ ｍ３ ／ ｓ 以上， 洪量大于 １３０􀆰 ０ 亿ｍ３， 汛期水量大于 １６０􀆰 ０ 亿

ｍ３， 年水量也超过了 １７０􀆰 ０ 亿ｍ３。 显然 ２０１２ 年洪水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并超过了这一标准， 故讨论 ２０１２ 年洪

水对河床影响的意义十分重大。 文献［１１⁃１４］主要从平均河底高程和过流能力分析了 ２０１２ 年洪水前后河床的

变化。 结果表明平均河底高程降低， 过流能力虽有所增加， 但较 １９８９ 年仍有差距。
内蒙古河道粗泥沙来量较大， 从本质上讲， 粗泥沙运动是造成河道趋势性调整的关键要素。 钱宁等［１５］

河流泥沙方面的研究学者也指出： 粗泥沙的治理是治黄的症结所在， 拦阻粗泥对黄河减淤有重要意义［１６］。
从文献［７⁃８］也可看出， 粗泥沙也是造成内蒙古河段淤积的重要因素。 然而， 关于粗泥沙在洪水中的运动对

河床演变的影响， 却鲜有研究涉及。 加之， ２０１２ 年洪水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因此， 从粗泥沙输移和其带

来的河底变化探讨 ２０１２ 年洪水对河床演变产生的影响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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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黄河内蒙古河段 ２０１２ 年上游洪水的水沙特征

１􀆰 １　 黄河内蒙古河段概况

流经内蒙古磴口至乌拉特前旗的黄河上游河段是黄河中上游最宽的宽河谷河段， 也是自古以来河床演变

最为频繁的河段。 内蒙古河道自石嘴山至河曲， 长 ６７３ ｋｍ， 分布有石嘴山、 巴彦高勒、 三湖河口和头道拐 ４
个水文站， 见图 １。 该段比降接近于黄河下游河段比降， 易发生淤积。 据统计， １９５４—２０００ 年间内蒙古河段

淤积泥沙中 ７７􀆰 ４２％是粒径大于 ０􀆰 １ ｍｍ 的粗沙， 这些泥沙多来源于乌兰布和沙漠和库布齐沙漠［７⁃８］。 因此，
探讨粗泥沙运动在洪水中对河床的作用尤为重要。
１􀆰 ２　 洪水特征

对黄河上游唐乃亥站的洪峰进行频率分析， 确定 ２０１２ 年洪水约为 １０ 年一遇。 该洪水经水库调蓄后进入

内蒙古河段， 形成了 １９８９ 年以来历时最长、 洪峰流量最大的洪水过程。 从巴彦高勒、 三湖河口、 头道拐三

站的洪水过程线（图 ２）及各量级流量的洪水历时（表 １）来看， 三站没有较大差距。 各站大于 ２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

的历时均大于 ４２ ｄ， 这样大流量长历时的洪水利于输沙。

图 １　 黄河内蒙古河段水文站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ｇａｕ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图 ２　 ２０１２ 年巴彦高勒、 三湖河口和

头道拐的洪水过程线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ｏｄ ｈｙｇ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Ｂａｙａｎｇａｏｌｅ， Ｓａｎｈｕｈｅｋｏｕ
ａｎｄ Ｔｏｕｄａｏｇｕａ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２

１􀆰 ３　 含沙量特征

表 １　 不同流量级的洪水历时 ｄ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流量 ／ （ｍ３·ｓ－１） 巴彦高勒 三湖河口 头道拐

大于 １ ０００ ７３􀆰 ００ ８１􀆰 １０ ８１􀆰 ６１

大于 １ ５００ ５１􀆰 ５１ ５５􀆰 ６６ ５８􀆰 ２０

大于 ２ ０００ ４３􀆰 ６７ ４５􀆰 ６６ ４２􀆰 ４０

大于 ２ ５００ １２􀆰 ６１ ９􀆰 ９１ ２４􀆰 ８４

大于 ２ ８００ ０ １􀆰 ５８ ７􀆰 ８９

大于 ３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６４

从 ３ 个站的含沙量过程线（图 ３）和主要特征（表 ２）
来看， 三站含沙量过程各有特点。 巴彦高勒含沙量过

程出现了两个沙峰， 依形状怀疑其与三盛公枢纽排沙

有关。 三湖河口的含沙量随着涨水不断加大， 似乎没

有受到上游站含沙量的影响。 头道拐站大流量时的含

沙量小， 退水时含沙量有所增加， 表明涨洪过程中，
悬移质来沙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相比之下， 三湖

河口站的洪水含沙量最高。 黄河上游的多年平均含沙

量为 ５􀆰 ６７ ｋｇ ／ ｍ３ ［１７］， 此次洪水中三湖河口的含沙量与

之相当， 巴彦高勒和头道拐站相对偏小。 通常洪水越

大冲刷越严重， 含沙量会相应增大， 但本次洪水过程中却未表现出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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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巴彦高勒、 三湖河口和头道拐的含沙量过程线

Ｆｉｇ􀆰 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ｙｇ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Ｂａｙａｎｇａｏｌｅ，
Ｓａｎｈｕｈｅｋｏｕ ａｎｄ Ｔｏｕｄａｏｇｕａ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表 ２　 含沙量特征 ｋｇ ／ 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站名 最大含沙量 最小含沙量 流量在 １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上的平均含沙量

巴彦高勒 １１􀆰 ２ ０􀆰 ８００ ３􀆰 ３３
三湖河口 ７􀆰 ７８ ２􀆰 ５２ ５􀆰 ６０
头道拐 ８􀆰 ３８ １􀆰 ３９ ３􀆰 ０２

１􀆰 ４　 颗粒级配特征

根据水文站实测资料， 统计得各水文站汛期月平均

悬移质的中值粒径 ｄ５０和 ｄ９０（见表 ３）， 可以看到两个明显

特征： ① 洪水盛行的 ８、 ９ 月份， 头道拐悬移质泥沙的

ｄ５０大于其上游巴彦高勒和石嘴山站的 ｄ５０。 但此时头道拐

的含沙量并不高（见图 ３）， 约 ２􀆰 ００ ｋｇ ／ ｍ３， 远小于同期上游各站的含沙量， 这种现象说明此时头道拐附近河

段受到强烈的冲刷。 ② 涨水过程的悬移质存在粒径大于０􀆰 １ ｍｍ的泥沙（如 ｄ９０所示）， 且巴彦高勒的 ｄ９０大于

头道拐的 ｄ９０， 表明粗颗粒泥沙淤积在两站之间的河段。

表 ３　 ２０１２ 年汛期月平均悬移质代表性粒径 ｍｍ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２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月份
ｄ５０ ｄ９０

石嘴山 巴彦高勒 头道拐 石嘴山 巴彦高勒 头道拐

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３ ０􀆰 １５５ ６ ０􀆰 ０８２ ６ ０􀆰 ０８３ ２
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４ ０􀆰 １１６ ４ ０􀆰 １０６ ０ ０􀆰 ０８３ ７

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７ ０􀆰 １１６ ０ ０􀆰 １２７ ８ ０􀆰 １０９ ８

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９７ ９ ０􀆰 １３７ ９ ０􀆰 １０２ ４

１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６ ０􀆰 １２０ ０ ０􀆰 ０８９ ５ ０􀆰 ０７８ ８

图 ５　 以 Ｂａｇｎｏｌｄ 方法［１８］分析的

三湖河口河段泥沙运动形态

Ｆｉｇ􀆰 ５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 ｉｎ Ｓａｎｈｕｈｅｋｏ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Ｂａｇｎｏｌｄ′ｓ ｍｅｔｈｏｄ［１８］

　 　 图 ４ 是涨水过程中流量为 ２ ２５０ ｍ３ ／ ｓ、 流速为１􀆰 ８ ｍ ／ ｓ、 水深为 ５􀆰 ２ ｍ 的条件下， 三湖河口河槽主流区不

同水深处泥沙的颗粒级配。 通过图 ４ 可以清楚地看到， 大量粒径为 ０􀆰 １ ～ ０􀆰 ２５ ｍｍ 的泥沙在距离河底 ０􀆰 ５３ ｍ
的范围内悬浮， 越接近河底颗粒越粗。 这表明涨水期间临河底处

有大量粗泥沙运动。 利用 Ｂａｇｎｏｌｄ［１８］ 的分析方法， 可得出这部分

泥沙易于推悬交换（图 ５）。

图 ４　 ２０１２ 年三湖河口洪水期颗粒级配

Ｆｉｇ􀆰 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ａｎｈｕｈｅｋ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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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内蒙古河道对 ２０１２ 年洪水的响应

河槽中泥沙的运动导致河床的演变， 不同粒径的泥沙因其运动形态不同对河床调整的贡献也不同。 细颗粒

泥沙多为悬移， 塑造的河床形态随来水来沙条件频繁发生变化； 粗颗粒泥沙多为在河底浅表层不连续运动的推

移质， 造成的河床形态持续时间较长。 因此， 本文主要分析 ２０１２ 年洪水过程中粗泥沙运动带来的河床变化。 考

虑到粗泥沙主要集中在主流区运动， 本研究以水流主流区内作主要推移运动的粗泥沙为对象， 分析其引起的河

底变化。 其中主流区是指横断面中单宽流量在［０􀆰 ９ｑｍ， １􀆰 １ｑｍ］内的水流区域， ｑｍ表示最大单宽流量。
２􀆰 １　 主流区粗泥沙冲淤

张洪武等［１９］以床沙跃动图形模拟床面颗粒的运动状况， 在仅考虑颗粒依惯性继续上升的受力情况下，
推导出计算粗泥沙粒径的公式：

Ｄｍ ＝ ０．１９８
ｕ２
∗

ｇ
（１）

式中： ｕ∗为摩阻流速， ｍ ／ ｓ；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ｍ ／ ｓ２。 当流量大于 ２ ５００ ｍ３ ／ ｓ 时， 由式（１）分别计算出三湖

河口和头道拐站的粗泥沙粒径 Ｄｍ为 ０􀆰 １２９ ｍｍ 和 ０􀆰 ０８４ ｍｍ， 与表 ３、图 ４ 的实测结果基本吻合。 据此， 采用

高建恩公式［２０］、 秦荣昱公式及梅叶⁃彼得公式［２１］计算推移质输沙量。 由于研究内容还应该包括临河底悬移颗

粒， 故计算中采用的颗粒粒径为 ０􀆰 １２５ ｍｍ， 结果列于表 ４。 从表 ４ 可以看到， 尽管 ３ 个公式计算出来的具体

数值相差较大， 且无法考证其数值的正确性， 但呈现相同的河段冲淤趋势， 即巴彦高勒至三湖河口河段冲

刷， 三湖河口至头道拐河段淤积。

表 ４　 流量不小于 ２ ２００ ｍ３ ／ ｓ 的 ３０ ｄ 中水文站断面输沙量与河段冲淤量 万ｔ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ｏｆ ｇａｕ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３０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ｎ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２ ２００ ｍ３ ／ ｓ

站点 时间
断面输沙量与河段冲淤量

高建恩公式 梅叶⁃彼得公式 秦荣昱公式

巴彦高勒 ８ 月 １０ 日—９ 月 １０ 日 ６􀆰 ２２ １８􀆰 ８ ２４􀆰 ０
三湖河口 ８ 月 １２ 日—９ 月 １２ 日 ８􀆰 ２８ ２４􀆰 ０ ３２􀆰 ４
头道拐 ８ 月 １７ 日—９ 月 １７ 日 ７􀆰 ０８ ２０􀆰 ８ ２５􀆰 ０

巴三河段 －２􀆰 ０７ －５􀆰 ２３ －８􀆰 ３７
三头河段 １􀆰 ２１ ３􀆰 １３ ７􀆰 ３７
巴头河段 －０􀆰 ８６０ －２􀆰 １０ －１􀆰 ００

２􀆰 ２　 河底冲淤变化

粗泥沙引起的河床变化主要发生在河槽底部， 因此， 这里采用固定低水位（低于汛期正常水位）下过流

面积的变化来间接分析粗泥沙引起的河床变化。 巴彦高勒站的固定低水位取 １ ０４８ ｍ， 三湖河口取 １ ０１８ ｍ，
头道拐取 ９８７ ｍ。 洪水中各站低水位过流面积的变化见图 ６。

从图 ６ 可以清楚地看到， 整个洪水过程中， 巴彦高勒站低水位的河槽呈现十分明显的冲淤变化， 且具有

周期性， 周期波的波长约为 ６００ ｈ。 这种现象是沙垄运动造成的， 表明该断面有大量推移质运动。 三湖河口

站断面也存在周期现象， 由沙垄的波长增大到 ７５０ ｈ 可推测该断面推移质运动的速度相对缓慢。 三湖河口低

水位下的过流面积还具有明显的涨冲落淤。 起涨流量为 １ １５０ ｍ３ ／ ｓ 时低水位过流面积为 ４１９ ｍ２； 洪水流量退

至 ９９６ ｍ３ ／ ｓ 时低水位过流面积为 ３９２ ｍ２， 可见本次洪水对三湖河口河段河底的减淤作用有限。 值得关注的

是， 流量为 ２ ５００～２ ８００ ｍ３ ／ ｓ 时河槽并没有出现动平床。
与三湖河口相同， 头道拐站的低水位过流面积也存在涨冲落淤的现象。 涨水流量小于 １ ５００ ｍ３ ／ ｓ 时河底

淤积； 流量达到 ２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河底开始冲刷；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左右时河底发生强烈冲刷， 低水位过流面积甚至达

到初始面积的两倍左右， 但之后迅速回淤。 较洪水前， 洪水过后底部河床淤积， 过流面积减小约 １００ ｍ２。 这

一结果与 ２􀆰 １ 的结论（推移质在巴—三河段被冲刷、 在三—头河段淤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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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彦高勒和三湖河口断面不同的是， 头道拐站断面未出现大量推移质运动的痕迹， 这可能是由于推移

质运动速度慢， 在洪水结束时来自三湖河口的大量推移质还未到达头道拐站。 这就意味着相当数量的推移质

淤积在三头河段， 不利于未来河道行洪。
２􀆰 ３　 底部河床形态变化

河床形态是决定河床未来冲淤的重要因素之一。 宽浅形态益于粗泥沙输送而不利于中细泥沙输送［２２］，
窄深形态反之。 原因是粗泥沙一般仅在河床表面做推移质运动， 较宽阔的床面才能增加输沙量， 同时宽阔的

河道流速较低， 中细颗粒的输送量相应减小； 窄深型河床的动力区流速大， 粗泥沙易起动但输送量少， 易造

成淤积。 宽深比可以较好地表达河床形态， 因此， 可以从低水位断面宽深比的变化（图 ６）讨论 ２０１２ 年洪水

对河道减淤的意义。 洪水前， 整个河段的断面形态呈现 “宽浅—窄深—窄深”， 洪水过后， 巴彦高勒低水位

的断面在洪水后显著变窄深， 三湖河口明显变宽浅， 而头道拐基本不发生变化， 断面呈现 “窄深—宽浅—
窄深” 的搭配形式， 不益于粗泥沙的输出， 不利于河段减淤。

图 ６　 巴彦高勒、 三湖河口和头道拐站洪水过程中固定低水位过流面积、 底部河床宽深比的变化

Ｆｉｇ􀆰 ６ Ｏｐｅｎ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ｄｅｐｔｈ ｒａｔｉ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ａｙａｎｇａｏｌｅ，
Ｓａｎｈｕｈｅｋｏｕ ａｎｄ Ｔｏｕｄａｏｇｕａ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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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２０１２ 年洪水底部河床冲淤的代表性

２０１２ 年洪水对河底的影响可以总结为： ① 巴—三河段河槽冲刷， 三—头河段河槽淤积； ② 洪水过后，
三湖河口站低水位过流面积扩大约 ２９ ｍ２， 头道拐则淤积了约 １００ ｍ２； ③ 三湖河口低水位的断面形态变宽

浅， 其余两站略变为窄深。 显然， 底部河床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 为了证实整个历史时期内河床变化也符合

上述规律， 依据水流能量与河床横断面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统计了 １９５４—２００６ 年所有洪水的河床横

断面宽深比与流量， 并得出了如下关系：

Ｂ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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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æ

è
ç

ö

ø
÷

β

０

（２）

式中： Ｂ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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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为前期宽深比； α、 β 为经验参数。 其中， 利用三湖河口实测资料分析得出经验参数的数值列

于表 ５。 根据表 ５， 通过分析不同量级流量对宽深比变化的贡献率来探讨流量对河床冲淤变化的影响。 涨水

过程中， 随着流量起涨至 １ ５００ ｍ３ ／ ｓ 时， 宽深比不断加大， 河床轻微易淤； 当流量在 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河道明显变宽浅， 河床明显易淤， 这主要是粗泥沙开始不连续性运动、 形成较大阻力的缘故； 当流量增加到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更多的粗泥沙开始运动， 河流动力和阻力都在增强且变化随机， 河床冲淤变化频繁。
这种冲淤变化是在河床形态和泥沙的随机作用下发生的， 与流量关系不大， 整体上看， 河床基本冲淤平衡；
流量涨到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上， 动力进一步增强可以挟带更多泥沙， 河床明显易冲刷。 退水过程中， 流量从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变化到 ２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随着流量减小， 宽深比显著减小， 表明河床易冲， 此时动力区宽度减小，
冲刷范围也较小； 当流量在 ２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下时， 水流动力不断减小， 河床再度明显易淤。 巴彦高勒站受粗泥

沙影响相对更大， 在流量大于 １ ５００ ｍ３ ／ ｓ 的洪水过程中河床发生剧烈冲淤变化， 宽深比大幅变化。 从图 ６ 可

知， ２０１２ 年三湖河口站和头道拐站河床断面变化与上述变化一致。 鉴于河床横向演变机理的唯一性， 可以

认为 ２０１２ 年洪水引发的河床演变具有代表性。 这也证实了 Ｑｉｎ 等［２３］ 的分析结论———河床处于新的相对平衡

期。 ２０１２ 年洪水并不能打破这一相对稳定状态。
表 ５　 三湖河口不同流量级下宽深比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５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ｄｅｐｔｈ ｒａｔｉ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ａｎｈｕｈｅｋ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

水情
流量级

／ （ｍ３·ｓ－１）
时段平均流量
因子指数 α

前期河相系数
因子指数 β 复相关系数 横断面形态变化趋势 样本数量

＜１ ５００ ０􀆰 ０３０ ２ ０􀆰 ８８４ ５ ０􀆰 ９０４ ０ 变宽浅 ／ 流量影响不显著 ２９０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０􀆰 １３０ ６ ０􀆰 ９４４ １ ０􀆰 ９５１ ０ 变宽浅 ／ 易淤 １２７

涨水 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 －０􀆰 ０５０ ２ ０􀆰 ９０２ ９ ０􀆰 ９２７ ６ 变窄深 ／ 流量影响不显著 １１５
２ ５００～３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９ ０􀆰 ９０４ ７ ０􀆰 ９４１ ３ 变宽浅 ／ 流量影响不显著 ８６

＞３ ０００ －０􀆰 ２３１ ５ ０􀆰 ８６８ ３ ０􀆰 ８１８ ７ 变窄深 ／ 易冲 ４１
３ ０００～２ ５０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 ９６９ １ ０􀆰 ９５０ ３ 变宽浅 ／ 流量影响不显著 ４８

退水
２ ５００～２ ０００ ０􀆰 ２１０ ７ ０􀆰 ８９５ ６ ０􀆰 ８６５ ３ 变窄深 ／ 易冲 ７５
２ ０００～１ ５００ －０􀆰 ２３３ １ ０􀆰 ８８２ ６ ０􀆰 ８６９ １ 变宽浅 ／ 易淤 １０３

＜１ ５００ －０􀆰 ０１８ ７ ０􀆰 ９７９ ２ ０􀆰 ９７２ １ 变宽浅 ／ 流量影响不显著 ２７０

３􀆰 ２　 粗泥沙对河床冲淤的实质意义

侯素珍等［１１］和张永平等［１４］在分析了 ２０１２ 年洪水对河床的影响后， 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 内蒙古河段

平均河底高程下降， 内蒙古河段 １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的水位显著降低， 三湖河口断面过流能力增加约 ７００ ｍ３ ／ ｓ；
巴彦高勒—三湖河口河段冲刷泥沙 ０􀆰 ４２１ 亿ｔ， 三湖河口—头道拐河段泥沙淤积， 其中主槽冲刷约 ０􀆰 ２６０ 亿ｔ、
滩地淤积约 ０􀆰 ７２５ 亿ｔ。 但是， 相较于粗泥沙导致的河底变化， 河床的上述变化是细泥沙运动引起的暂态结

果， 随着后期来水来沙， 河床会迅速恢复， 见图 ７。 因此， 探讨粗泥沙引起的河床调整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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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１２ 年汛末到 ２０１４ 年内蒙古河道水文站断面调整情况

Ｆｉｇ􀆰 ７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ｕ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Ｒｅ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２ ｔｏ ｐｒｅｆｌｏｏｄ ｉｎ ２０１４

Ｋｈａｎ［２２］在室内试验中采用 ０􀆰 ７ ｍｍ 的泥沙， 观察恒定流量下推移质输沙率的变化， 发现当推移质输沙率

增大时， 河槽的比降增大， 进而断面的宽深比增加。 据此， 重新审视 ２０１２ 年三站宽深比的变化， 可以看到

巴彦高勒站的宽深比在 ７～３０ 间出现高低的剧烈震荡； 三湖河口站在流量达到峰值时， 宽深比快速增加至７～
１２； 而头道拐站的宽深比除洪峰期急剧减小（细颗粒泥沙冲刷的结果）外， 基本维持在 ８ ～ １０。 比较洪水前后

的情况可以看到， 三湖河口的宽深比涨幅最大。 从这些变化可以推断， ２０１２ 年洪水过程中存在粗泥沙运动，
且三湖河口的推移质输沙率最大， 其次为巴彦高勒， 最小为头道拐。 推移质间歇性运动的输移速度非常缓

慢， 因此， 由三湖河口输出的粗泥沙基本淤积在三湖河口至头道拐河段， 造成河底长时间淤积。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头道拐流量为 ２ ２２０ ｍ３ ／ ｓ、 含沙量为 ３􀆰 ００ ｋｇ ／ ｍ３， 之后的含沙量最大约为 ４􀆰 ３９ ｋｇ ／ ｍ３。 根据常温花

等［２４］的研究， 当流量在 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临界淤积含沙量为 ８􀆰 ５０ ｋｇ ／ ｍ３。 按此标准， ９ 月 ２０ 日河槽底

部应当不会发生淤积。 然而 ９ 月 ２０ 日后， 河床底部淤积迅速（见图 ６）， 结合整个断面冲刷量大、 悬移质含

沙量低这个特例考虑， 可以怀疑淤积的原因是粗泥沙来量大于排出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２０１２ 年洪水

暂时扩大了过洪能力， 但由于粗泥沙输送不平衡， 真正的河底高程没有降低， 防洪风险依然存在。
要解决防洪问题的手段之一就是防止粗泥沙大量淤积。 根据过水面积在洪水中的变化， 流量小于

１ ５００ ｍ３ ／ ｓ时， 河底基本不发生变化， 粗泥沙运动不明显； 而流量大于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河底持续冲刷， 表明此时

粗泥沙可以被输送到下游河道。 因此， 防止粗泥沙淤积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阻止大量粗泥沙运动， 即河道流量

在 １ ５００ ｍ３ ／ ｓ 左右； 二是加快粗泥沙的输移， 那就需要每年都有相对长时间的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上河道流量。

４　 结　 　 论

２０１２ 年洪水过程中， 大量粗泥沙在巴彦高勒至三湖河口河段输移， 头道拐未出现该现象。 洪水使粗泥

沙在巴彦高勒至三湖河口河段冲刷， 三湖河口至头道拐河段间淤积。 总体来看， 巴彦高勒和三湖河口的固定

低水位面积分别扩大了约 １９ ｍ２和 ２９ ｍ２， 头道拐减小约 １００ ｍ２， 洪水对河道作用有限。 河道形态从 “宽浅—
窄深—窄深” 变为 “窄深—宽浅—窄深”， 更不利于粗泥沙输送。 事实上至 ２０１４ 年， 内蒙古河段水文站断

面形态已经基本恢复到 ２０１２ 年洪水前的状态， 河段的防洪形势仍然严峻。 结论证明了粗泥沙淤积是内蒙古

河床淤积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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